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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推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特别关注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促进女性与社会经济同

步发展已成为共识。 在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女性加入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成为董事会多元化的重要议题,越来

越多的国家通过改变公司治理规则、强制配额立法等举措提高女性董事的比例,但在实施过程和效果上都存在较

大争议。 当前,职业女性晋升仍然存在着“玻璃天花板”现象。 结合国际上女性董事配额的最新进展情况,分析女

性董事强制配额的利弊和女性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可为更好地提升我国女性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提高公司治理

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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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董事会性别多样性是指董事会性别组成的

平衡性。 董事会性别多样性是全球公司治理改

革的重要主题,有效的公司治理意味着董事会组

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1] 。 随着女性教

育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政府和社会在高等教

育、劳动力就业等诸多方面不断促进性别平等。
但在当今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性别平等仍然是一

个全球性的挑战,各国政府虽然实施了一系列举

措来推动两性平等,但男女性别差距仍很明显,
女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获得决策的机会仍然

小于男性。 从微观层面看,近年来,女性加入董

事会参与公司治理受到学术界和监管机构越来

越多的关注,企业管理层的性别多样性问题已经

从社会学领域转变为公司治理领域,很多国家明

确提出要增加董事会和高级管理职位中的女性

人数。 公司管理层面的性别多样性关系到人力

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多样性会产生更

加丰富的知识库和创新能力,进而成为企业的竞

争优势[2] 。 当前,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正
在通过改变公司治理守则或通过女性董事配额

立法,促进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解决董事会成

员性别不平衡问题。 但从进展情况看,女性在大

多数国家董事会及高级管理职位中的比例仍然

偏低,社会公众对政府强制配额的做法,从实施

的过程到实施的效果都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在

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改革中,欧洲国家走在世界

前列,当前对于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研究也主要

集中在欧洲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对此研究有限。 本文结合欧洲国家女性参与公

司治理的最新进展,探讨促进女性董事参与公司

治理的举措,为我国女性更好地参与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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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二、什么阻碍了女性的晋升———“玻璃天花

板”?
“玻璃天花板” ( glass

 

ceiling) 描述的是职业

女性在晋升时面临的隐形障碍,这种障碍是由长

期以来社会公众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造成的,这
种无形的障碍阻碍了女性上升到高级管理职位。
长期以来,性别对于包括健康在内的关系人类生

存的大多数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女性在资源获

取、决策权、选择权和其他领域的机会等方面都

处于相当的劣势[3] 。 当今社会,打破“玻璃天花

板”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女性的“双重角色”实现

转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工作和家庭,女性的这

种双重负担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由于传统文

化准则已预设女性主要对家庭事务负责,年轻的

职业女性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这
使她们无法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无法达到更高

的管理职位。 有些专业女性做到中层管理岗位

时往往会因为家庭或社会压力而离职,这不仅仅

是因为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看法造成的潜在晋升

障碍,更多的还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退

出职业生涯以照顾家庭,这些因素减少了高层管

理人员可以选择的女性人才的数量,也成为公司

董事会成员中女性人数较少的重要原因。
另外,女性面临着使她们远离董事会的诸多

陈旧的观念,包括公众认为女性胜任能力缺乏,
自信心不足,具有侵略性的沟通方式,参与政治

领域较少以及对家庭的重要责任,特别是对丈夫

和孩子的照顾等诸多方面。 在与管理者有关的

多数品质中,男性依然多于女性。 人们在工作中

更容易相信有领导能力的男性,更愿意接受男性

作为领导者,人们印象中的女性在董事会上的掌

控力不及男性,这使得她们很难在董事会中受到

尊重,这种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会影响人们在董

事会上与女性合作的方式, 进而影响企业的

价值。
东方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和家族商业模式

强化了商业世界中家族父权制的权威性[4] ,特别

是在父权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文化因素和法

律规范使得商业和政治领域优先考虑男性。 如

中国、日本和韩国,大多都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在

工作场合获得平等的机会较小。 印度存在种姓

制度和宗教制度,在教义中凸显男人的地位,种
姓歧视至今仍未消除。 当今社会中男女不平等

的社会基因没有完全消除,社会对女性的陈旧观

念根深蒂固,这些社会和文化因素都是董事会成

员和高层管理职位中女性缺乏的重要因素。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组织试图通过各种

举措促进性别平等,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家的政府已经在董事会中建立了平等机会委员

会。 虽然亚洲国家受性别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
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规范和

性别结构的深刻变革,女性劳动参与率逐渐提

高,亚洲部分地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超越

了男性[5] ,这些转变都为女性更大程度上参与公

司治理奠定了基础。
三、女性参与公司治理:追求社会公平还是

经济利益?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通过鼓励企业自愿履

行或国家强制立法等形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

司董事会成员性别不平衡问题。 西方国家的这

些举措表明董事会中女性的存在会影响公司的

决策和治理,并最终影响到企业价值。 由于女性

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左右,让更多的女性参与企业

管理至关重要,董事会性别多样性能够带来积极

的示范效应,提高女性参与劳动的积极性,有利

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那加拉干指出,增加董事会

中女性的数量主要基于四个原因:董事会多样性

可以表达社会民主;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增加女性代表的价值观、建议和经验以改善

董事会决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6] 。 从以上论

述可以看出,实现性别平衡的董事会主要基于两

个理由:社会公平和经济利益。
公众对于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目的是追求

社会公平还是经济利益的争论一直存在。 经济

利益论认为改善董事会治理的重点应该是满足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最终提高公司价值,女
性加入董事会能够更好地利用人才库,改善董事

会的决策质量,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最终提高公

司价值。 社会公平论认为政府致力促进性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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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不是瞄准任何特定的经济利益,而是以社

会公平为目标,促进权力和资源的公正分配。 现

代社会的平等是男性和女性在权力、资源、参与

度和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均衡,促进董事会的性

别多样性,很难完全划清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平的

目标界限。 可以预见的是,董事会性别平衡能够

促进权力和资源更加公正的分配,从而促进经济

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四、女性董事配额:欧美和亚洲国家

的最新进展

2002 年美国颁布的“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

案”是一项大规模的突破性立法,大大提高了社

会公众对公司治理重要性的认识。 在萨班斯法

案之后(2002 ~ 2009 年),在财富 500 强企业的董

事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从 12. 9% 上升到 16.
1%,增加了近 30%,女性薪酬也增加了 200%以

上[7] 。 挪威是欧洲第一个通过立法规定公司董

事会中女性最低比例的国家,法律规定董事会拥

有女性董事的最低比例为 40%。 其后,西班牙、
冰岛和法国也规定了女性董事的最低限额。 目

前,欧洲许多国家在董事会中引入性别多样性配

额机制。 例如,德国议会通过法案,要求从 2016
年起,上市公司必须有 30%的女性非执行董事。
英国政府为富时 100 指数(FTSE100)公司设立新

目标,要求到 2020 年这些公司需拥有 33%的女

性董事会成员。 2013 年欧盟议会投票决议,到

2020 年将在欧盟约 5000 家上市公司中实现 40%
的女董事会成员最低配额的目标[8] 。 在美国,
2018 年 9 月加州通过促进女性权益的法案,规定

到 2019 年底位于加州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必

须至少有一名女性董事,到
 

2021 年底还会进一

步提高女性董事的比例,加州也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以政府立法的形式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有

女性董事的州[9] 。
在亚洲,女性参与公司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鉴于公司治理制度

的缺陷,为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亚洲很多国家

的公司采用了以“英美”模式为基础的高效制

衡的公司治理模式。 随着亚洲公司治理水平的

提高,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亚洲文化

的影响,不少亚洲国家 开始关注包括董事会

在内的很多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中国、印度和

中东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也都意识到了

性别不平衡问题的严重性[10] 。 近年来,亚洲国家

董事会中的女性参与度有上升趋势,但整体

上与欧洲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日本,2018
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0家大型企业中,女
性董事仅占5.9%,比2017年仅增加了0.8%,日本政府

对此也作出了努力,试图实现包括性别在内的多

样性,其在新修订的公司治理准则中提出,如果

董事会中没有女性,公司要向投资者说明理由[11] 。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8 年度香港企

业女性董事概况报告》中指出,恒指企业中女董事

比例由 2017 年的 12. 4%上升至 2018 年的 13. 8%,
尽管女性董事比例有所改善,但整体进展仍然缓

慢,与 2009 年的 8. 9%相比,九年间仅累计上升

了 4. 9%[12] 。 越南实行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市场

经济,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其
在董事会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马

来西亚也引入了董事会性别配额,要求到 2016 年

公司董事会中女性比例要达到 30%。 印度家族

企业主导的新兴经济体也制定了董事会性别配

额制度[13] 。 中国大陆虽然没有明确的女性董事

配额要求,但近年来女性在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和公司治理方面也有提高。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中期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女性

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比重逐年提高,截至 2015
年,企业董事会中女职工董事占职工董事的比重

为 38. 4%,比 2010 年提高 5. 7%[14] 。
五、女性董事强制配额:利大于弊还是弊大

于利?
在大多数国家,女性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尽管

有所增加,但总体上所占的比例仍然较低,特别

是在亚洲国家。 政府是否应该通过制定规章制

度或者立法的方式来增加女性董事的比例,是近

期讨论的热点问题。 许多欧洲国家已经通过了

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强制性配额规则,有效提高

了性别多样性,但从多样化的经济后果看喜忧参

半,学者和社会公众对女性董事强制配额争议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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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董事强制配额的优点

合格的女性可能因为“玻璃天花板”障碍而

难以晋升到更高层次,而配额可以让女性迈出突

破障碍的步伐,成为改善两性平等的有效手段,
克服商业世界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促使更多有

能力的女性担任管理职务。 女性董事不仅仅是

符号,她们能从新的角度进行讨论,可以把新的

观点带入董事会以增加企业价值,董事会决策质

量会随着性别差异性的增加而改善。 罗斯特等

认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金融机构没有预

见到导致资产负债表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是董事

会的同质性日益增加[15] 。 女性天生勤勉,女性董

事能够提高整个董事会成员的出勤率,而且高层

管理职位的女性作为榜样,会对处于组织下层女

性的职业发展路径产生积极影响,对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高素质女性产生积极信号和传递效应,进
而提升女性的工作积极性和晋升动力。 性别多

样化的董事会还会提升公司的形象,对公司业绩

和股东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尼加德研究了 2005 年底女性董事配额对挪

威上市公司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条

件下,配额有利于企业创造价值,挪威实施女性

董事配额后,2004 年至 2008 年期间其公司的绩

效(ROA)有所改善[16] 。 此外。 戴尔奥尔森等以

挪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董事会女性配额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短期内可以忽略不计,但从

长远来看,会有更多的积极影响[17] 。 由男性主导

的董事会成员不一定是最有胜任能力和最合格

的人选,实行女性董事配额,对董事会进行性别

结构调整,从中长期看,会有更多合格女性进入

董事会,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二)女性董事强制配额的缺点

虽然配额对于增强性别平等和促进社会公

正是有积极作用的,但部分人对配额带来的董事

会中更大比例的女性的进入是否会产生更好的

经济影响尚存疑问。 如果公司已经拥有最佳的

董事会成员组成,强制配额的女性成员将成为董

事会的次优选择。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应根

据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而不是性别和种族属性

选择董事会成员,配额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

股东选择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将董事会成员的选

择重点放在数量而不是质量上,如果找不到更高

素质的女性,配额可能会适得其反。 在许多国

家,女性担任高级行政职务的比例不大,女性候

选人人数也有限,在女性候选人范围没有扩大之

前,企业要么选择少数合格的女性,要么接受经

验不足的候选人。 如果强制任命一定数量的不

合格女董事,会降低企业价值,对公司治理带来

威胁。 因此,强制配额可能会扰乱董事会成员的

选择过程,导致董事会效率低下。
埃亨等研究了 2003 ~ 2009 年期间 248 家挪

威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配额对公司的影响,2006
年挪威公布的女性董事的配额目标为 40%,而当

时的实际比例只有 9%,配额目标的公布导致了

股价大幅下挫,托宾 Q 值在接下来的几年大幅下

滑[18] 。 马莎等使用瑞典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
究了配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会女

性配额导致了营业利润下降。 如果找不到高素

质的女性,性别配额可能会对公司业绩和股市表

现产生负面影响,女性配额会使董事会变得不那

么富有经验[19] 。
强制配额的反对者还认为,政府不应该实行

强制配额,女性参与公司治理不应由国家介入,
市场应该决定谁最适合做董事会成员。 每个公

司有不同的董事会组成需求,董事会成员必须共

同协作才能呈现出最佳效用,而只有公司内部的

人才能够确定哪些成员是最适合的。 另外,配额

可能不是最佳做法,因为它们可能最终导致“象

征主义”。 配额虽然增加了女性在董事会中的比

例,但她们担任的往往是非执行董事的角色,多
数被排除在重要的领导岗位和决策委员会之外。
例如在挪威,女性 CEO 的数量并没有按照配额进

行相应的增长,执行层面的女性依然缺乏。
六、女性参与公司治理:强制配额还是自愿

选择?
自 2003 年挪威实行女性董事配额之后,许多

国家着手提高女性董事比例,但采取的举措各具

特点。 国际公务员事务主任提出提高女性代表

性的三项全球战略:政府设定人数配额;女性作

为领导者出现在男性领导的企业;公司治理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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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董事会多元化报告[20] 。 从国际范围看,各
国的举措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政府制

定强制配额立法提升女性董事比例(例如:挪威、
比利时等) 和公司自愿选择增加女性董事比例

(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一)政府通过立法强制配额

女性成为董事会成员存在诸多障碍,需要政

府进行强制干预,通过立法对改变性别格局至关

重要。 赞成配额立法者往往是基于如下理由:董
事会可以通过挖掘更广泛的人才库来提高董事

会的有效性,女性加入董事会能够影响公司治

理,提高董事会决策质量,通过立法实现董事会

女性配额往往是最有效的方式,政府需要通过立

法来支持女性以满足现代公司治理的需要。 配

额立法是长期创造更加公平竞争环境的最有效

的方式之一,能够帮助女性突破进入董事会的潜

在的障碍,并促进董事会的快速变革[21] 。 挪威通

过配额立法改变了董事会的性别结构,推动了董

事会的两性平等,这对挪威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

响,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虽然有些人反对政府

配额立法,建议公司自愿选择增加女性董事比

例,但进展太缓慢,在没有监管机构干预的情况

下,女性在董事会中的人数会继续不足,多样性

的目标很难实现。 因此,公司的自愿选择不能满

足公众对变革的强烈渴望。
但政府强制配额立法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强

制配额立法会侵犯公司的自主权,被认为是政府

对企业自由的重大侵犯。 国家的干预应限于企

业的基本行为规则,政府不应干预企业的具体运

营和内部管理结构,政府对公司治理的强制安排

会违背股东的意愿,应保护股东的所有权免受不

适当的国家干预。 在立法的环境中,尽管女性与

男性公司治理的参与权是平等的,但女性的人数

仅满足配额的最低要求,数量可能仍然不足;更
多的女性被任命为公司董事,但她们未必是最合

格的候选人;配额立法会造成公司缩小董事会规

模,以减少女性董事人数;配额可能会导致过多

的名誉董事,很难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更为严

重的潜在负面影响是有些公司可能为逃避配额

立法的约束,直接从证券交易所退市。

(二)企业自愿选择

支持公司自愿选择女性加入董事会的人认

为,政府强制配额立法实际上确认了性别的不平

等,女性被指责为“配额女性”,对女性的特别保

护可能扭曲唯才是举的原则,造成逆向歧视,男
性反而会受到歧视。 社会学理论表明,如果以纯

粹的偏见或其他不受经济业绩影响的理由偏爱

某些群体,就意味着存在套利的可能性,因为最

有价值的人力资本没有被有效利用[22] 。 配额立

法应该是在公司自愿选择失败之后的不得已行

为,在多数情况下,“软措施”就可以实现女性董

事增加的目标。 例如,可以通过创建企业文化,
在企业各个层次结构中促进女性的正常晋升,消
除雇佣员工的性别歧视以增加潜在董事会成员

的数量。 另外,性别多元化只是多元化的目标之

一,如果强制配额立法,可能会触发像种族、外国

董事等其他多样性目标,多种目标共存可能会使

企业无所适从。
与挪威的强制配额立法相比,英国政府不建

议实施女性配额立法。 英国采取报告制度就达

到了预期目标,这表明企业自愿选择是足够的,
甚至可能优于配额立法。 澳大利亚也没有任何

强制性立法,其性别多样性政策是以“遵守或解

释”为基础的。 芬兰采取“软措施”使董事会女性

达到了 25%以上的比例。 施密德等利用 53 个国

家的数据,研究证明强制性别配额不利于公司价

值的提升。 女性董事会成员的自愿任用不仅不

会对企业价值造成不利影响,反而可以减少具有

政治动机的性别配额破坏企业价值的可能性[23] 。
七、结论和启示

虽然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通过改变公

司治理守则或执行配额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董事会性别不平衡问题,缓解了社会公众对于增

强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压力。 但目前来看,距离

现代公司治理的真正需求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毋庸置疑的是,为了满足现代公司治理的需

要,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认真考虑女性加入董事会

参与公司治理所产生的效应。 但不同国家的性

别差异程度不同,女性在企业管理岗位上的任职

情况也有所不同,女性比例的强制配额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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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适用性。 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

背景、文化基础和治理模式等国家制度体系是董

事会性别多样性的重要前提,不同国家实现董事

会性别多样性所采取的举措也取决于的制度背

景。 政治和文化背景是挪威实行女性强制配额

的重要决定因素,挪威是女性普遍高度参与劳动

和政治生活的国家,具有深厚的政党配额传统,
对平等主义和社会民主较为看重,具有强烈的性

别平等价值理念,配额制度是否可以在与挪威不

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取得成功存在疑问。
另外,强制配额制度不能急于求成,国家对于配

额制度的推行应是循序渐进的,特别是在相对保

守的国家,社会和企业都需要时间来适应变化。
性别平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24] 。 发展中国家的女

性与男性相比,其在职业发展中付出的成本比发

达国家要高,但曲折的发展路径恰恰提升了女性

的胜任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更有能力担任董

事职位。 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迅

速,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女性有更多的机

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为更多女性参与公司治理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 近些年,我国通过倡导性别平

等,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释放了女性的工

作潜能,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性别红利”成为

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5] 。 当前,在中国的制

度背景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受政府调控的色彩较

厚,特别是国有企业,其经营活动通常具有社会

和经济发展多重目标,如果女性参与公司治理得

到国家制度性的支持,将会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和

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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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human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women􀆳s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and
 

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o
 

pro-
mote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women
 

and
 

the
 

social
 

economy.
 

At
 

the
 

micro
 

level
 

of
 

corporate
 

manage-
ment,

 

the
 

participation
 

of
 

female
 

directo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for
 

board
 

diver-
sit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take
 

various
 

measures
 

like
 

imposing
 

quotas
 

on
 

female
 

directors
 

or
 

revising
 

cor-
porate

 

governance
 

rule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But
 

there
 

are
 

many
 

con-
troversies

 

aboutits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glass
 

ceiling”
 

of
 

pro-
fessional

 

women,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quotas
 

for
 

female
 

directors
 

and
 

the
 

path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lates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female
 

director
 

quo-
tas. The

 

research
 

will
 

hopefully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business
 

manage-
ment,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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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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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quotas;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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